科技风险分析中两种研究立场的分野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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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上世纪七十年代经典风险分析方法出现以来，风险分析领域长期存在着“客观性立场”和“建构性立场”的分野。前者认为风险是客观、可测量的实在，希望使用量化方法以及专家知识，客观地描述并测量风险；后者针锋相对地指出风险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批评量化方法，并建议在风险分析中纳入更多的定性方法与公众参与。只有以审度立场反思两派的争论，整合两派的合理观点，才能使风险分析方法更好地服务于风险社会的技术与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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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Two Schools in Risk Analysis
LI Wei-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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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classical Risk Analysis in the 1970s, there have been two research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risk analysis for a long time. They can be named as “objectivism” and “constructivism” respectively. The former believes that risk is an objective and measurable reality and hopes to describe and measure risk objectively by using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expert knowledge. In contrast, the latter points out that risk is a produc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criticizes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suggests the inclusion of more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risk analysis.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 of risk society, risk analysis method must reflect the arguments of the two schools by a “reconsideration” standpoint, and integrate the reasonable viewpoints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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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大大增加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但也为人类带来了许多潜在的副作用与危害。从石棉到二噁英，从切尔诺贝利到福岛核电站，技术所造成的事故与危害越来越引发人们对技术风险的担忧，以至于欧洲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将现代社会概括为“风险社会”[1]。因此，当现代风险分析方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作为一个新兴学科领域而取得突破时，它自然而然地更多关注于技术风险，而不是经济风险、自然风险，或者日常生活所言的其他风险。
为了应对60-70年代公众日益增长的对核能技术的恐惧，美国核管理委员会[2]开发了传统的量化风险分析方法，并认为它在分析核工程带来的各项风险方面，是“最强大的工具之一”。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风险分析已经迈出核工程领域，成为了政府部门评估各种新技术的开发与推广的可行性、合理性的重要工具；它也形成了横跨自然科学（如统计学、工程学、毒理学等）到社会科学（如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的庞大学科。但也正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野所暗示的，当前风险分析领域中也存在着类似斯诺（C. P. Snow）所区分的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即“客观性立场”（简称“客观派”）和“建构性立场”（简称“建构派”）的分野。在风险的本质、风险分析所使用的方法，以及预设的科学-公众之关系等方面，两派观点均针锋相对。

1  “客观派”的主要观点
1.1 风险作为实在、客观、可测量的概率
风险分析中的“客观派”认为，政府处理技术风险的过程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价值无涉的“风险分析”阶段；随后是负载价值的“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阶段，即采取政治措施处理或控制风险。两个阶段应当明确分离，以防止政治价值损害科学的客观性与独立性[3]。
具体而言，“科学”阶段的风险分析遵循如下步骤：第一步是“风险识别”，即风险专家列出可能存在哪些风险，以及它们可能造成的危害。接下来还要进行“概率估计”和“后果估计”，通常可以根据实验数据、历史数据得出风险发生的频率，或者建立复杂的统计模型、计算机模拟来测算概率。在概率数据难以获得时，专家会粗略地把风险的危害与可能性划分等级，如“高”、“中”、“低”三个量级。将“概率”与“后果”相乘，就得到了风险的量化结果。最后，风险的量化结果还往往要结合“风险收益分析”等经济学工具，才能转化为具体决策，即通过比较工程决策可能带来的风险（危害）与收益，选择最可取的技术方案。理想的做法是将所有结果，如经济成本、导致人员伤亡的期望值、对环境的影响等后果，按照经济学家的测算赋予货币价值，而收益越大、成本越小，决策就越合理。由于风险分析对风险概率估计和风险量化的强调，它也被称为“概率风险分析”（Probabilistic Risk Analysis）、“量化风险分析”（Quantitative Risk Analysis）。需要注意，“客观派”的“风险分析”术语，正是在这种狭义的量化方法意义上使用的，而不是指对技术风险方方面面的描述与估计。目前，“客观派”的风险量化方法已被工程技术界普遍接受，为工程师评估并降低工程技术活动的风险提供指引，甚至被认为是“评估技术风险的唯一有意义的方法” [4]。
从上述过程来看，以风险量化方法为核心的“客观派”将风险视为实在、客观、可测量的概率，具有三个特点：首先，它预设了“风险实在论”的哲学理路。与科学研究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科学实在论类似，风险实在论认为，风险是自然和社会进程中外在于个体的、可感知的存在，“可以由知识渊博的专家描绘、测量，并在一定范围内加以控制。”[5]第二，“客观派”谈论的“风险”不同于日常语言所谓的“风险”。根据风险量化方法，风险的定义是“意外事件的统计期望值”，即风险=发生意外事件的概率×意外事件的后果[6]。而在日常语言中，“风险”的定义要宽泛地多，技术与工程活动造成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方方面面的负面效应，均可被视为“风险”。第三，“客观派”更多地将“概率”视为真实世界中的频率或倾向，是真实物理系统的真实属性，需要使用经验数据、数学建模或计算机模拟方法来计算，而不是个人主观的心理感知[7]。
1.2 推崇定量方法
在方法论上，“客观派”推崇高度数学化的定量方法。虽然风险公式简单明了，但是公式中的两个因子（概率与后果），以及随后所要使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法，都依赖于复杂精致的定量模型。具体而言，使用定量方法分析风险，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自十九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家群体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信念，即定量方法是科学的决定性特征，非定量方法是“前科学”才会使用的手段，这被乔尔·米歇尔（Joel Michell）[8]称为“定量律令”（quantitative imperative）。根据福柯、哈金（Ian Hacking）等人的研究，同时期的社会科学家同样认为，社会科学应当把社会当做自然现象加以研究，识别社会行为的总体模式，以更好地管理社会[9][10]。现代统计学为风险的定量研究提供了可能，它以人口普查、出生/死亡登记表、犯罪数字、事故率等大量印刷的数目字为原材料，参照正态分布、标准偏差和其他统计概念进行系统分析，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预测未来、控制风险的能力。诚然，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无时无刻不在与风险作斗争，但是直到现代社会，人们才发明并推广了合理的、系统的风险分析方法，有效地掌控风险。
其次，现代综合性大工程可能引发小概率的大灾难，这意味着在测算风险时，事故发生的经验性数据实际上不可获得，因此风险分析专家必须发展出更加抽象复杂的定量模型，并辅以计算机模拟方法。前现代技术知识的产生和验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试错法：工程师从经验中学习，包括从错误和事故中学习。但是在现代综合性大工程，如核电站的建造中，一次小小的事故与错误就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灾难。氢弹之父、美国核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11]认为，当一个事故“可能危及整个城市的人口”时，“试验必须在纸上进行，因为实际的错误可能是灾难性的。”有鉴于此，工程师和政府监管机构不得不弃用传统的试错法，而求助于逻辑推导和抽象计算。
最后，定量方法可以为公共政策讨论提供可操作且统一的标准。在公共政策讨论中，定量数字常被认为是一种通用语言。统计史家西奥多·波特（Theodore Porter）[12]将定量方法定义为一种“信任的技术”（technology of trust），在主体间交流和共识的建立上发挥独特的媒介作用，因为数学语言高度结构化并受严格的规则约束，具有较高的抽象性以及上下文独立性，适合于跨越地区和国界的交流。另外，“客观派”通过将潜在危害还原为量化结果，承诺了使风险可计算、可比较和可控制的可能性。工程安全领域的著名问题“多安全才算够安全？”（How safe is safe enough?）意味着，安全不是一个“是”和“否”的问题，其关键是如何将工程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程度。在技术方案面对风险争议时（如建造核电站），只需通过风险公式的计算，将其与所有替代方案（如使用煤矿作为替代能源）的风险进行比较，甚至与交通事故等一般生命风险的数据进行比较，就有可能确定一个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来减少公众无休无止的对可能危害的担忧。
1.3 风险决策应取决于专家判断
专家使用的量化分析方法依赖于数学分析和实证调查，而普通大众感知风险靠的是生活经验与个人直觉。两者之间的矛盾常被设想为专家“客观的”风险分析，和“外行人”的不知情、情绪化的“主观的”风险感知之间的区别[13]。
“客观派”使用经典的“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范式来看待科学与公众之关系。在这种范式看来，科学之所以会受到猜忌和怀疑，是因为公众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未能做出合理决策。公众对于技术风险的无知可以归结为两种原因：其一，公众未能认识到自身在决策时固有的心理缺陷；其二，媒体对罕见灾难的错误宣传。根据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人的研究，公众的判断往往依赖于“便利性启发式”（availability heuristic），即当一件事物很容易浮现在脑海里时，往往会倾向认为它更有可能真实地发生[14]。也正因大脑建构和回忆不同实例的便利性不同，以此方法进行决策往往会产生系统性偏差，例如经常有人认为坐火车的风险高于坐飞机的风险，而实际上飞机发生事故的概率远远小于火车。雪上加霜的是，媒体经年累月地报道不寻常的、引人注目的技术灾难，让公众对于技术风险的判断产生了严重扭曲。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政府没有必要浪费金钱回应公众的夸张想象，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是“奇闻异事”做决策；只要使用正确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向公众通报正确的、科学的风险可能性，就可以消除人们的大部分担忧[15]。
因此，当公众判断与专家判断发生冲突，“客观派”要求以专家判断与专业知识作为风险决策的标准，主张通过加强科学教育来纠正公众基于错误信念的判断，并认为媒体也应当适时向公众忠实呈现技术风险的科学信息。受此种观点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对风险决策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学科，主要探讨的也是公众对技术风险的“扭曲”看法的形成过程，以及政府如何采取措施改变公众的误解，使之认可专家对于风险的客观评价[16]。

2 “建构派”的主要观点
2.1 风险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与“客观派”将风险视为客观可测量的实在不同，“建构派”以风险建构论为核心，认为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风险建构论也被称为风险的文化理论，主张风险的识别、感知、分析是价值负载和文化构建的，反映了道德、政治、经济和权力地位[17]。该理论主张在工程决策过程中更多地关注风险与文化、社会之间的联系，并开展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协商对话。例如，在新冠疫情中，中国人更能接受接种疫苗可能带来的风险，而在美国有许多人却因为阴谋论而拒绝打疫苗，不能不认为美国人对于疫苗所带来的风险的感知与他们特有的反智主义传统有关[18]。
从风险建构论的视角来看，风险分析并不存在唯一的客观标准，而是与分析者所处的文化、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专家进行风险分析的各个阶段，例如在评估事故发生的概率、后果严重程度、以及应当如何给风险与收益赋以货币价值时，都受到风险分析所追求政策目标、分析专家的价值观以及过往经验等各种非客观因素的制约。风险分析中的客观性、价值无涉性，只是风险专家的一厢情愿而已，正如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19]所言：“专家衡量的风险并不‘现实’存在，而只存在于分析者创造的人造微观世界中。”
与“客观派”对概率客观解释的强调不同，“建构派”更加推崇对概率的主观解释。概率主观解释也被称为贝叶斯观点，因十八世纪统计学家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Bayes）的工作而得名。主观解释认为概率并非客观世界的可测属性，而是以数字表达的个人知识或信念的程度，受到个体经验的限制。贝叶斯方法所计算的概率被称为“后验概率”，可以使用P(h/e)来表示，即考虑到证据e之后，主体可以赋予假设h的概率。所以，贝叶斯方法允许人们根据个体经验的变化为同样的假设h赋予不同的概率，主观视角得到的结果将根据信息的状态与分析者的假设而变化。这样一来，风险分析的结果自然受到分析者的个人经验与世界观的影响。虽然建立在频率的客观解释上的量化方法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统一的标准，但已有论者指出，使用主观贝叶斯观点更能解释风险中存在的认知差异[20]。
2.2 定性方法不可或缺
在方法论上，“建构派”批判“客观派”对风险量化方法的盲目推崇，认为其中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并希望以定性方法来评估技术风险，具体有如下几点理由：
第一，单一化、制度化的定量方法，很少考虑到文化、社会、民族的差异。数值结果实际上综合概括了工程实践活动对不同人群可能造成的不同风险。因此，如果根据计算结果进行风险决策，往往忽略儿童老人、少数群体、贫困人口等脆弱或边缘的群体。例如，在新冠疫情中，美国少数族裔社区的死亡率比白人社区高出许多，这是因为少数族裔往往面临着贫困的经济条件、短缺的医疗资源以及糟糕的生活与工作环境[21]。如果单单从量化结果来制定疫情防控政策，这些少数群体受到的影响，很可能被主流群体所享受到的更大的收益所弥补，造成最终风险量化结果表面上具有合理性，实际上却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现象，而这些被定量方法忽视了的社会差异，只有使用定性方法才能发现。
第二，“客观派”过高估计了定量工具的能力，错误预设了技术风险的可计算性。“客观派”的风险分析方法默认风险决策是在概率已知的情况下做出的，但是在真实世界中，在概率未知的高度不确定性情况下做出决策才是常见情况。许多时候，我们无法对某个风险得出准确的、有意义概率估算，甚至更多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存在哪些风险，面对的是“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突发的“黑天鹅”事件、技术系统与社会间或其组件内部间难以探查的相互作用、以及个体对于风险感知的差异，都是不确定性的来源。尤其是著名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指出，新技术对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是很难被提前预知的，而当负面效应被发现时，这些技术往往已经深深嵌入社会与经济结构之中，难以控制。
第三，“客观派”将风险理解为可测量的概率值，这个定义在“建构派”看来过于狭窄。在“建构派”的风险分析实践中，“风险”更加倾向于它的日常用语含义，即科学技术带来的一般（负面）影响，这与公众对风险所持有的定性的、更加广泛的理解是一致的。正如史蒂夫·雷纳（Steve Rayner）总结的，公众所讨论的风险主要包括：1）我们能否信任与工程的实施或技术的推广有关的政府部门；2）如果意外发生，能否合理追究责任、支付赔偿；3）在接受或拒绝一项工程或技术时，公众的同意权是否收到了尊重[22]。作为可能直接受到风险影响的人，公众心中所需要评估的风险呈现出定性化、个体化、多样化的特征，远远不是简便的风险公式得来的数字能够囊括的。
2.3 要求风险决策纳入公众参与
“客观派”所推崇的风险量化分析，其优点是简单、可操作和标准化，将风险评估还原为完全可理解、可预测、可解决的风险计算问题。但同时，它为技术风险提供的解决方案，将风险评估中复杂的社会建构因素简化为纯粹的技术优化问题；家长式、说教式的“公众理解科学”还预设公众误解了科学、缺乏科学素养，带有“科学主义”、“精英主义”的色彩。它已经被批评为“专家治国论”（technocracy），赋予专家权威以合理性和合法性，起到了排除其他政治对话的作用。作为回应，“建构派”呼吁“公众参与科学”（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或“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在风险决策中纳入更多的公众参与或公众对话，将公众对科技创新的观点纳入科学研究和科技政策中[23]。
“建构派”认为，在技术风险争议中，相比于端坐象牙塔中“不接地气”的专家，公众的个体化、地方性知识有着独特的优势。主流科学声称自己的知识是普遍化的知识，它使用普遍的规律来解释现象，并且这种规律不受时间、空间、社会、文化的限制。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与解释则可能受到个体间许多微妙而深刻的差异的影响，例如他们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个体经验以及个人能力等等。根据身边传闻、实际的生活环境变化以及个人观察，公众有时能够比缺乏这些信息的专家作出更迅速、准确的风险评估。例如，在十九世纪末，政府与科学家都尚未注意到石棉对工人健康的影响时，工厂经理、工人家庭以及他们的家庭医生就已经知道石棉与肺病的关系了[24]。正如贾萨诺夫所指出的，这些个体化的自我认知因素以及对“事实”的局部解读，“通常代表着将风险信息转化为有意义的个人经验的复杂尝试”，不能被简单地贬斥为对技术或工程风险的非理性恐惧[25]。
“建构派”主张，风险决策需要纳入公众视角，并使公众意见发挥关键作用。首先，良好的风险决策必须建立在承认各种相互冲突的视角的基础上，包括公众与专家的冲突、公众个体间的冲突等等。如果这些不同视角之间缺乏沟通，与风险有关的各种知识与信息得不到交流，就很难识别到应当关注的风险因素，也无法回答公众的风险关切。第二，直接受到工程风险影响的公众，有着参与风险决策的正当权利，公众参与风险决策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履行公民责任，并提高所有决策参与者之间的信任程度。第三，面对工程风险的不确定性，参与权衡利弊的参与者越多，风险决策的结果就越具有“社会稳健性”（socially robust），可以更好地应对社会施加于科学决策过程的压力[26]。在理想的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即使一位公民自身提供的信息作用有限，他也会因参与决策的过程本身而不是结果而感到满意。

3 对两种研究立场的反思与整合
3.1 对两派争论的反思
总而言之，“客观派”预设技术风险是一种客观、可测量的实在，与风险决策相关的唯一合理估计是使用风险公式的概率演算结果，公众应当相信专家的陈述，听从专家的指示。而“建构派”认为风险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批评量化方法将社会系统与技术系统中的不确定性过度简化为可以预测的概率值，并强烈反对以专家判断为风险决策的唯一准绳，主张更多的公众参与。（见表1）

表1 风险分析中两种研究立场的比较
	
	客观派
	建构派

	风险定义
	风险=概率×后果
	日常语言的风险定义

	风险本质
	风险实在论
	风险建构论

	分析方法
	定量方法
	定性方法

	知识来源
	专家知识/普遍性知识
	个体化经验/地方性知识

	科学-公众的关系
	公众理解科学
	公众参与科学



经过多年的发展，风险分析机构已经给演算结果增加了很多复杂性，如使用多阶段模型而非单一线性模型，研究风险在不同易感性、暴露程度的群体中以不同途径出现的概率等等[27]。但是，这些进步仍然无益于回应“建构派”的批评，因为：1）这些演算结果的改进仅仅体现在对于风险概率以及后果的估计上，但本质上仍然遵循风险公式，将复杂风险还原为唯一的量化标准；2）专家知识仍然占据主导性地位。所以，首先必须承认“客观派”对自身主观性的认识不足、定量方法存在难以克服的缺点，以及公众参与的缺失。
但是，“建构派”不加批判地呼吁公众参与，这是否是解决技术风险争论的万能灵药？有学者担心，STS学界对公众参与科学以及消解专家权威的过度强调，为右翼反智主义以及“后真相时代”的崛起铺平了道路[28]。过多的公众参与很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争执，甚至走向群体极化，加剧社会撕裂，无法进行有效的决策。另外，STS学者在呼吁公众参与风险决策时，其实也或多或少地承认了科学知识乃至专家政治的合法性，如贝克[1] 58-102支持环境保护等反主流运动，同时认为这些运动中存在着自己的科学专家；贾萨诺夫[25]指出，在不满意专家的风险分析结论时，普通公众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学习大量专业知识，成为同时掌握了“正式的专业知识和非结构化、非正式的地方性知识”的更具权威的“专家”。可见，传统的风险分析方法并非全无是处，脱离了专业知识的风险决策也很难进行。
所以，不论是“客观派”还是“建构派”，其理论内部都存在着一定的疑难。“客观派”如何处理量化方法的确定性规则与技术风险不确定性的张力？“建构派”如何避免公众参与的风险决策成为无休无止的争吵谩骂？尤其是，风险量化方法应该在未来的风险分析中占据何种地位？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以审度立场重新审视“客观派”与“建构派”的各项争论，客观看待风险量化方法的力量。审度立场不是捍卫科学，也不是质疑科学，而是要在这两个端点之间做出权衡与选择[29]。为此，审度立场的风险分析需要在“客观派”的“捍卫科学”和“建构派”的“质疑科学”之间达到平衡，在整合两派中的合理观点的基础上，推动风险分析的未来发展。
3.2 两派立场的整合
首先，审度立场的风险分析需要坚持方法论多元，综合使用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专家知识与公众知识。公众的定性描述方法与专家的定量建模方法为我们理解复杂现实提供了不同维度，可以相辅相成。具体而言，根据不确定性程度的不同，应采取不同的风险分析策略（见表2）。

表2 依据不确定性程度高低采取不同风险分析策略
	
	发生频率
	不确定性的来源
	风险分析策略

	“简单性”风险
	高
	系统内部可变性
	传统风险量化方法

	“复杂性”风险
	中
	系统组件间、系统-环境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统合专家意见
辅以公众参与

	“不确定性”风险
	低
	“黑天鹅事件”
“未知的未知”
	预防原则
公众参与，协商对话



最常见的技术风险是“简单性”风险，诸如小规模的故障或失火、工人受伤等。它们常常因技术系统内部的可变性（如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统计误差、简单随机事件的发生）而出现，有着大量历史数据可用，因而量化方法可以给出有用的计算。第二种是“复杂性”风险，来自于系统组件或系统-环境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专家往往探查到了这样的风险，但对如何测量意见不一。在处理此类风险时，一方面要统合专家意见，另一方面也要参考公众意见，及时探查到专家量化建模中的关键盲点，并使风险分析专家认识到自己方法中内置的偏见与视角的局限。公众最为关心的往往是第三种风险，即“不确定性”风险，它们一旦发生就会带来全球性的灾难，如切尔诺贝利事件。专家可能已经想到了这种风险，但是它发生的概率却无从测算，只能视之为“黑天鹅事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无论专家还是公众都难以想象技术带来的未来，面对着“未知的未知”。对于此类风险，可以使用“预防原则”来处理。根据预防原则的要求，政府即使在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的情况下，也要防止对人类和环境的严重损害[30]。例如，在工程的实施中减少有毒、有害材料的使用，考虑工程系统发生故障后如何能够保证系统与人员的安全，设计额外的安全屏障等等。但是，预防措施可能带来成本的增加，也可能过度拖延工程的实施，所以必须在政府-科学家-公众间开展协商对话，在保护过度和保护不足之间找到平衡。
不过，以上分析方法预设了一种理想状态，即专家与公众能够就某个特定的技术风险达成一致。有时，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风险信息会给出不同的解释，并在应当保护的价值优先级方面有着激烈冲突。此时只能开展参与性对话，找到与冲突各方的利益与价值匹配的解决方案，并推动技术方案的实施或改良。
最后，审度立场的风险分析不将风险决策看做由上而下的决定论过程，而是将其视为连续的、循环的、实施-反馈-调整的控制论过程。在技术层面上，工业4.0时代计算能力和数据量的增加，可以将基于模型的静态概率估计，转变为基于工程系统状态检测的“动态风险分析”（dynamic risk analysis），随着新数据的出现及时更新分析结果[31]。在社会层面上，需要注重具有不同知识、经验与视角的能动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包括公众与公众间、公众与专家间的信息交流，构建灵活、开放的风险分析范式。不过，考虑到人类知识与创造力的限制，无论什么样的整合都无法得出确定性的结论，我们必须将风险分析视为一个迭代的、永不结束的过程，在根本上不确定的风险社会中摸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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